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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论泛索马里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关系

王　 涛　 赵跃晨

内容提要　 索马里人共同的生活方式、语言、文化信仰，殖民瓜分对索马里人的冲击，
反殖民主义斗争对内部认同的强化共同孕育了泛索马里主义。 １９４８—１９６０ 年，泛索马里

主义主要以反欧洲殖民主义为旗号，诉求是初步建立一个局部统一的索马里人独立国家。
１９６０—１９６９ 年，它又以反“邻国殖民主义”为旗号，试图同时达成内部整合与外部扩张的

双重目标。 １９６９—１９７８ 年，泛索马里主义被嫁接到“科学社会主义”之中。 １９７８—１９９１
年，泛索马里主义回归到氏族主义层面，重新建构自身的理念与实践基础。 １９９１—２０１２
年，泛索马里主义借助伊斯兰主义的力量，试图以共同的宗教调和各氏族间的差异，通过

常规武装斗争消除索马里人的内在分裂。 ２０１２ 年以来，泛索马里主义与恐怖主义相关

联，试图以非常规恐怖袭击为手段达成所谓“大索马里伊斯兰国”的目标。 对象都经历了

复杂的历史嬗变。 泛索马里主义既有民族主义的表征，又展现出反民族主义的跨地区文

化主义特性，甚至与恐怖主义也产生了联系。 不过，泛索马里主义与恐怖主义只是一种相

互借势、各取所需的关系，前者有其文化合理性因素。
关 键 词　 泛索马里主义　 索马里人　 大索马里国家　 民族主义　 伊斯兰主义　 恐

怖主义

跨界民族主义是二战后世界性民族主义浪潮背景下衍生出的一种“民族统一主义”的特殊形

式。 它的主要表现是在相邻两个或多个国家间跨界而居、具有同一民族认同的群体在强调本民族

利益与特性的基础上，追求与现有国家分离、超越现有国界、并实现本民族重整与再划界的过程。①

在非洲之角地区，索马里人的跨界民族主义思潮与运动则发展为 “泛索马里主义” （ Ｐａｎ⁃
Ｓｏｍａｌｉｓｍ）。② 自二战后泛索马里主义产生以来，逐渐发展为非洲之角索马里人中普遍流行的意识

形态。 它以整合全体索马里人为基本诉求，不仅深刻影响了索马里国家的政治发展轨迹，也极大地

冲击了非洲之角的地缘政治格局。 ２０１２ 年以来，随着索马里青年党（ａｌ⁃Ｓｈａｂａａｂ）加大了对周边国

家的恐怖袭击力度，它所宣扬的泛索马里主义也被一些研究者视为恐怖主义在非洲之角传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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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 ２０１６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球伊斯兰极端主义研究”（项目号：１６ＺＤＡ０９６）、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

基地课题“非洲的萨拉菲主义：理论与现实”（项目号：１５ＪＤＦＺ０２ＹＢ）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同时还获得云南大学青年英才培育计划资助。
刘稚：《中国－东南亚跨界民族发展研究》，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第 ３２ 页。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葛公尚就对泛索马里主义问题进行了研究，着重对泛索马里主义的性质与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探析。 该研究

对于澄清泛索马里主义问题的性质意义重大，不过限于篇幅，它缺乏对泛索马里主义形成与发展过程的梳理。 另外，随着 ２１ 世纪以来

恐怖主义、暴力极端主义的泛滥，泛索马里主义又出现了极端化等此前未曾有过的新情况，也需要学界跟进对此一问题的认识。 参见葛

公尚：《索马里部族混战透析———兼论泛民族主义、民族主义、部族主义对非洲国家发展的影响》，载《世界民族》，１９９６ 年第 ４ 期，
第 ２７—３１ 页。



“载体”。① 泛索马里主义究竟属于民族主义的范畴还是一种恐怖主义？ 要回答该问题，不仅需要

从民族学、政治学的视角对泛索马里主义的内涵、外延进行现时性的分析，更需要从历史演进的视

角对其渊源与流变进行历时性考察，才能更为准确地把握其本质特征。

一、泛索马里主义的缘起

作为一种对非洲之角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的意识形态，泛索马里主义是多种因素互动的产

物。 泛索马里主义是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内部力量与外部力量相互碰撞的

产物。
第一，索马里人共同的游牧生活方式、相似的语言与文化信仰是泛索马里主义形成的前提。
首先，非洲之角的豪德高原（Ｈａｕｄ）气候干旱，生活在该地区的索马里人以牧羊、牧牛为生，常

年逐水草而居，不断迁徙。 在 １９ 世纪以前，索马里人经历了九百年的大迁徙，基本占据了从塔朱拉

湾（Ｇｕｌｆ ｏｆ Ｔａｊｕｒａ）到贝纳迪尔海岸（Ｂｅｎａｄｉｒ）之间的广阔地区。② 游牧区域的一致性，则使他们需

要共同维护草场与水源；而游牧生活的流动性，则使索马里人各氏族间的交流空前密切。 在面对西

部的埃塞俄比亚帝国时，索马里人也需要维护他们共同的牧场，保护自己的家园，从而形成了最初

的群体性意识。③ 因而，游牧生活方式为差异性极大的索马里各氏族提供了一条相互认同的经济

纽带，尽管这一纽带在历史上较为松散，但已构成泛索马里主义形成的经济前提。
其次，随着 ７ 世纪以来伊斯兰教传入索马里，该地区几乎所有索马里人都皈依了伊斯兰教。 从

１３ 世纪开始，由索马里人建立的阿朱兰苏丹国（Ａｊｕｕｒａａｎ）和阿达勒苏丹国（Ａｄａｌ）与埃塞俄比亚帝

国进行了数百年的战争，这场战争是非洲之角地区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势力之争。 在战争中，伊斯

兰教成为一种有效的黏合剂，将彼此矛盾重重的索马里各氏族整合起来，并使他们团结到伊斯兰教

的旗帜下。④ 正是在穆斯林们庆祝他们战胜埃塞俄比亚基督徒的歌曲中，首次出现了指代整体的

“索马里”这一名称。⑤ 而伊斯兰教提倡的“乌玛”（ｕｍｍａｈ）又进一步冲击了索马里各氏族间的边

界，致力于打造一个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超越地方利益的伊斯兰大家庭，成为整合索马里人、促进

其相互认同的重要宗教力量。⑥ 伊斯兰教也成为索马里人识别“自我”与“他者”的重要标准。⑦ 因

而可以说，伊斯兰教是泛索马里主义形成的宗教前提。
再次，在共同游牧生活与宗教信仰的背景下，索马里人也逐渐形成统一的语言。 这种语言是在

各氏族方言的基础上、吸收了阿拉伯语的元素发展而来的，为索马里人提供了共同的语言交流渠

道。 从今天的吉布提到肯尼亚塔纳河（Ｔａｎａ Ｒｉｖｅｒ）的加里萨（Ｇａｒｉｓｓａ），该区域内的所有索马里人

都可以使用一种统一的标准索马里语。⑧ 在这一区域穿行，没有非洲其他地区那么严重的语言障

碍，这也为索马里人的民族认同奠定了坚实的语言基础，促使索马里人之间的高度融合；而索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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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可参见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Ｉｂｒａｈｉｍ， “ Ｓｏｍａｌｉａ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Ａ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２８， ｎｏ．３， ２０１０， ｐｐ．２８６－２８７．

Ｉ． Ｍ． Ｌｅｗｉｓ， “Ｔｈｅ Ｓｏｍａｌｉ Ｃｏｎｑｕ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ｒ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ｖｏｌ．１， ｎｏ．２， １９６０， ｐ．２１４．
Ｉ． Ｍ． Ｌｅｗｉｓ， “Ａ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ｏｍａｌｉ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ｒ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６８， ｎｏ．６， １９６３， ｐ．７１５．
〔英〕Ｉ． Ｍ．刘易斯著，赵俊译：《索马里史》，东方出版中心，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８ 页。
Ｉ． Ｍ． Ｌｅｗｉｓ， “Ｔｈｅ Ｓｏｍａｌｉ Ｃｏｎｑｕ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ｒ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ｐ．２２２．
Ｏｓｃａｒ Ｇａｋｕｏ Ｍｗａｎｇｉ，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Ａｌ⁃Ｓｈａｂａａｂ， Ｉｓｌａｍｉｓｍ， ａｎｄ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ｉｎ Ｓｏｍａｌｉ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ｎｏ．４， ２０１２， ｐ．５１７．
〔肯尼亚〕Ｂ． Ａ． 奥戈特主编，李安山等译：《非洲通史（第五卷）：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的非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２００３

年，第 ５６６ 页。
〔英〕Ｉ．Ｍ．刘易斯著，赵俊译：《索马里史》，第 ５ 页。



语的优美与其诗歌艺术的高度发达，又使这一语言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吸引更多索马里氏族去使用

它。① 在反对西方殖民者的战争中，索马里语诗歌的广泛传播与强烈号召力，也进一步使索马里人

意识到自己的身份。② 总之，历史上统一索马里语的形成，是泛索马里主义形成的语言前提。
第二，１９ 世纪末欧洲殖民者对非洲之角的政治瓜分及埃塞俄比亚帝国的扩张，激起了索马里

人的反抗意识，强化了索马里人的族群认同感，这成为泛索马里主义形成的外部因素。
奥罗莫人（Ｏｒｏｍｏ）、盖拉人（Ｇａｌｌａ）、阿法尔人（Ａｆａｒ）等与索马里人交错杂居，并不存在现代意

义上的“边界”。 索马里氏族间的土地划分，也只是服务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目的，并没有政治涵

义。③ 欧洲人的到来，才将现代意义上的“边界”概念引入非洲之角。 １８２７ 年英国东非印度公司与

亚丁湾南岸的哈巴尔·阿瓦尔氏族（Ｈａｂａｒ Ａｗａｌ）签订了保护协定，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④ 随着

１８６９ 年苏伊士运河的通航，非洲之角的战略重要性日益凸显，英国加强了对索马里北部地区的控

制。 到 １８８６ 年，英国又相继与伊塞（ Ｉｓｅ）、盖达布里西（Ｇａｄａｂｕｒｉｓ）、哈巴尔·加尔哈吉斯（Ｈａｂａｒ
Ｇａｒｈａｊｉｓ）以及哈巴尔·托尔·贾洛（Ｈａｂａｒ Ｔｏｌ Ｊａｌｏ）等索马里氏族订约，将其土地合并为“英属索马

里兰保护国”（Ｂｒｉｔｉｓｈ Ｓｏｍａｌｉｌ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ｏｒａｔｅ）。⑤ 而法国在 １８８５ 年就与索马里人伊塞氏族、阿姆巴

多氏族（Ａｍｂａｄｏ）缔结了友好条约，从而获得在曼德海峡（Ｂａｂ⁃ｅｌ⁃Ｍａｎｄｅｂ）沿岸的立足点，并于 １８８８
年划定与英属索马里兰的边界。 １８９２ 年，意大利也与桑给巴尔苏丹国（Ｓｕｌｔａｎａｔｅ ｏｆ Ｚａｎｚｉｂａｒ）签署

协议，租借了索马里南部地区的布拉瓦（Ｂｒａｖａ）、马尔卡（Ｍｅｒｃａ）、摩加迪沙（Ｍｏｇａｄｉｓｈｕ）与瓦尔谢克

（Ｗａｅｓｈｅｉｋｈ）等港口，实际上占领了整个贝纳迪尔海岸。 以此为基地，意大利人将势力从沿海又扩

张到了整个朱巴河（Ｊｕｂｂａ Ｒｉｖｅｒ）流域。 １８９１ 年，意大利与英国划定了意属索马里（Ｉｔａｌｉａｎ Ｓｏｍａｌｉｓ）
与英属东非保护国（Ｅａ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ｏｒａｔｅ）的边界；１８９４ 年，又进一步划定意属索马里与英属索马

里兰间的边界。⑥ 埃塞俄比亚在 １８９６ 年击败意大利入侵后，也开始向东、南方向的扩张，并兼并了

豪德与欧加登（Ｏｇａｄｅｎ）的索马里人游牧地。 至此，索马里各氏族分别与英国、法国、意大利签订了

保护条约，并被分割开来；另一部分则处在埃塞俄比亚的统治下。 不过此时，索马里人对统一“民
族”的意识尚不强烈；也正是这个原因，才使欧洲殖民者能顺利完成对非洲之角的瓜分。

真正激起索马里人“民族意识”的是欧洲人把索马里人的土地作为交易筹码随意分割。 １８９６
年埃塞俄比亚战胜意大利，英国此时正忙于与法国、俄国的对抗，故而意大利、英国都选择调整与埃

塞俄比亚的东部边界，以安抚后者。⑦ 在索马里人并不知情的情况下，１８９７ 年英国与埃塞俄比亚签

约，将英属索马里兰南部部分地区的保护权转让给埃塞俄比亚。⑧ 意大利也承认埃塞俄比亚占领

欧加登大部分地区。 直到 １９０８ 年以前，意大利与埃塞俄比亚多次调整欧加登地区的边界，随意处

置索马里人的土地。 １９２５ 年，英国又将东非保护国境内索马里人居住的朱巴兰和基斯马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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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ｉｓｍａｙｕ）作为一战的战利品“赠送”给意大利。① 这一系列的领土交换，都未考虑索马里人的放牧

与饮水需求，并阻断了传统的商道。 当边界在反复修正的过程中变为具有实际意义的事物时，索马

里人才意识到自身被分割、殖民的现实，并恼怒于成为他国交易的筹码。 直至此时，“索马里人”是
一个整体的观念，即最初的泛索马里主义才开始流行起来。② 可以说，外部瓜分所导致的索马里人

居住地域与政治边界间的“错位”是泛索马里主义产生的外源。
第三，索马里人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强化了各氏族间的相互认同与归属，成为泛索马里主义形成

的内部因素。
殖民者对非洲之角的瓜分瓦解了索马里人的传统纽带，点燃了索马里人的民族意识，激起索马

里人的一系列反抗斗争。 这些斗争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武装斗争为主，其代表是穆罕

默德·阿卜杜勒·哈桑领导的反抗运动。 这场运动持续二十多年，沉重打击了西方与埃塞俄比亚

的入侵者。 其最突出的特点在于，武装反抗并不局限在某个殖民地的边界内，而波及到了索马里人

各个氏族；反抗的对象也不局限于某个殖民国家，而是针对英国、意大利与埃塞俄比亚等所有的

“入侵者”。 在冲突中，反抗力量采取了游击战争的方式，战场则遍布整个索马里人居住区，各个氏

族不分差别地都参与了进来。 尽管反抗斗争最终失败了，却使各氏族间的联系空前加强，并锻造出

强韧的统一索马里的观念。③ 第二阶段以政党斗争为主。 随着殖民统治的深化，传统朴素的索马

里民族意识发展为一种现代民族主义，以“民族自决权”为前提，更加明确地提出领土与族群统一

的诉求。 无论是在英属索马里兰还是意属索马里，当地索马里人都自发组织起政治俱乐部或协会，
他们从争取个人权利入手，进而提出更高的自治、乃至独立的政治目标。④ １９４３ 年成立的“索马里

青年俱乐部”（Ｓｏｍａｌｉ Ｙｏｕｔｈ Ｃｌｕｂ）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组织。 虽然其活动中心在摩加迪沙，但成员

来自索马里各个氏族，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其活动并不局限于意属索马里，在埃塞俄比亚的豪德、
欧加登地区、英属索马里兰境内，都有其分支机构。 该俱乐部最初致力于促进殖民地内索马里人的

福利，随着形势的发展，它开始积极宣扬超越氏族边界的政治意义，鼓吹“索马里人一体”的思想。⑤

到 １９４６ 年，其成员已超过 ２．５ 万人，影响力遍及索马里人的精英阶层。⑥ 此外，英属索马里兰境内

的索马里民族协会（Ｓｏｍａｌｉ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索马里公务员联盟（Ｓｏｍａｌｉ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Ｕｎｉｏｎ）等组织也都

鼓吹民族整合的理念。 它们的活动推进了民众对“统一索马里”的认同，“泛索马里主义”的思想雏

形初步形成。
第四，二战后英国对索马里人的政治整合计划及其失败，最终促成了泛索马里主义的产生。
二战期间非洲之角的战争摧毁了意大利的殖民统治，英国在战后接管了包括欧加登、意属索马

里在内的广大地区。⑦ 在意识到索马里人内在的统一诉求后，英国政府试图把英属索马里兰、意属

索马里与欧加登等地整合在一起。 一方面，英国试图在三个地区之上建立一个最高权威，通过发行

统一货币、制订统一关税，以促进内部的经济交流。⑧ 另一方面，英国当局主动与索马里人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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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合作，鼓励通过温和改良的方式达成索马里的最终独立与统一。① 这些措施得到了索马里人

的欢迎与积极响应，进一步推动了“统一索马里”意识的形成；然而，它也不恰当地激起了一股全盘

否认现有边界、欲将全体索马里人都整合到一个“大索马里国家”中的民族沙文主义情绪。②

１９４６ 年，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Ｅｒｎｅｓｔ Ｂｅｖｉｎ）以索马里人的共同意愿为基础，提出了

整合索马里人、建立大索马里国家的“贝文计划”（Ｂｅｖｉｎ Ｐｌａｎ）。 该计划试图将意属索马里、埃塞俄

比亚的欧加登地区都纳入英属索马里兰，再由英国引导其走向独立。③ “贝文计划”提出后，尽管索

马里人的支持情绪空前高涨，但埃塞俄比亚政府却坚决反对。 英国试图将厄立特里亚交予埃塞俄

比亚以安抚后者，并提出愿意把泽拉港（Ｚｅｉｌａ）及英属索马里兰西北的一块地方让予埃塞俄比亚。④

这一领土交换设想遭到美苏的共同反对，两国都担心英国在非洲之角的势力会因此扩张。 英国无

力与美苏抗衡，只得放弃“贝文计划”；同时为了履行战时英国－埃塞协议（１９４２ 年、１９４４ 年），承认

欧加登地区为埃塞俄比亚领土。⑤ １９４８ 年，埃塞俄比亚政府正式确认了东南部的边界，欧加登地区

的索马里氏族都划归其中。⑥ 情势急转直下，大索马里国家的愿景旋起旋灭，索马里人看到自己再

次被外国“瓜分”。 在愤怒与失望之余，他们决定自主寻求一条独立建国之路。 在 １９４８ 年，由“索
马里青年俱乐部”改组而成的索马里青年联盟（Ｓｏｍａｌｉ Ｙｏｕｔｈ Ｌｅａｇｕｅ）向调查索马里问题的美、英、
苏、法四大国委员会（Ｆｏｕｒ Ｐｏｗｅｒ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正式提出了“泛索马里主义”的设想，并论证其合理

性。⑦ 至此，作为一种超越氏族、反对分割、打造统一国家的泛索马里主义正式产生了。

二、西方政治理念影响下的泛索马里主义

泛索马里主义既是西方殖民主义的产物，也是殖民遗留问题，其演变难以脱离西方政治观念的

影响。 从 １９４８ 年至 １９７８ 年，泛索马里主义试图从西方政治话语中找到最合适的表述，以寻求思想

及其行动的合法性支持。
第一阶段，从 １９４８—１９６０ 年，泛索马里主义主要以反欧洲殖民主义为旗号，以政党政治为手

段，其诉求是初步建立一个局部统一的索马里人独立国家。
１９４８ 年“贝文计划”流产后，索马里人被分割的状况愈演愈烈。 一方面，英国放弃其整合英属

索马里兰与意属索马里的努力，将意属索马里转交给意大利“托管十年”；另一方面，英国于 １９５４
年同埃塞俄比亚签订《英－埃塞协议》（Ａｎｇｌｏ⁃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将英属索马里兰三分之一的土

地划归埃塞俄比亚。⑧

在索马里人看来，英国殖民主义者操纵了这一系列阴谋。 因而，泛索马里主义在其最初阶段就

是以反对英国殖民主义为旗号的。 索马里政治家认为，只有团结全体索马里人，摆脱英、意的统治，
取得独立，才能免受进一步瓜分之苦。 反之，由于该地区反殖民主义本身诉求的内容空洞与形式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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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①也导致其必须寻找一个新的“填充物”，来赋予反殖民主义以实质性内涵。 在索马里人中，泛
索马里主义正为其提供了“战斗的火药”，使反殖民主义重新获得了生命力。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泛索马里主义与反殖民主义成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得到几乎所有索马里

人的认可。 殖民地内的政治团体如索马里兰民族联盟（Ｓｏｍａｌｉｌ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ｇｕｅ）、索马里青年联

盟、独立立宪党（Ｈｉｚｂｉａ Ｄａｓｔｕｒ Ｍｕｓｔａｑｉｌ Ｓｏｍａｌｉ）、索马里统一党（Ｕｎｉｔｅｄ Ｓｏｍａｌｉ Ｐａｒｔｙ）都将其接纳为

自身的政纲。② 这使政党对外获得了反殖民主义的正义性，对内也赢取了广大索马里民众的支持。
它们在活动中，经常同时提及这两个概念，进一步使其合二而一。

在各政党的活动下，１９５６ 年，英属索马里兰与意属索马里都分别建立了代议制政府，为下一步

实现独立奠定了基础。 在殖民末期索马里各政党的选举中，泛索马里主义已成为各派政治动员的

重要精神资源。 例如，１９５８ 年意属索马里的选举中，索马里青年联盟和独立立宪党正是打着泛索

马里主义的旗号赢得选举；③ １９６０ 年英属索马里兰的选举中，索马里兰民族联盟和索马里统一党

也都因宣扬泛索马里主义，两党几乎包揽了全面议席。④ 此外，法属索马里兰（Ｆｒｅｎｃｈ Ｓｏｍａｌｉｌａｎｄ）
与欧加登的政治组织也都受到泛索马里主义的鼓动。

由于基本目标的一致性，各政党沟通彼此观点、协调行动。 １９５９ 年，各属地的党派齐聚摩加迪

沙，组织起“泛索马里民族运动”（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ｎ⁃Ｓｏｍａｌｉ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提出了建立统一索马里民族国家

的方案。⑤ 该方案的第一步就是在反殖民主义胜利后，将英属索马里兰与意属索马里先行统一起

来。 在“泛索马里民族运动”的推动下，意属索马里与英属索马里兰各政党间经过多轮讨论，决定

于 １９６０ 年两地分别独立后合并为一个索马里共和国。⑥

第二阶段，从 １９６０—１９６９ 年，泛索马里主义以反“邻国殖民主义”为旗号，以政府为主要实施

者，试图同时达成内部整合与外部扩张的双重目标，在现有国家的基础上扩充为一个统一的大索

马里。
１９６０ 年 ７ 月，初步统一的索马里共和国成立后，不仅面临着巩固新生国家的任务，而且需要妥

善应对国内涌动的“收复”其他索马里土地、反击所谓“邻国殖民主义”的政治热情。⑦ 因而，这一时

期的泛索马里主义分化出两种截然相反的实施路径：一部分人主张先进行内部整合，稳扎稳打地推

进“统一”进程；另一些人则主张再接再厉，将欧加登、肯尼亚东北部等地全部“统一”，之后再谈国

家整合问题。⑧ 以此为标志，泛索马里主义就被不同主张的人群分别进行阐释与利用，成为一个内

涵极度混乱的概念。
索马里政府试图平衡两种倾向。 一方面它采取措施推进国内整合进程：（１）以前英属索马里

兰的财政与会计制度为范本，统一全国税率及关税制度；（２）打破南北公务员的界限，实行跨区域

无差别办公，并统一公务员的工资标准；（３）统一南北方法律，如将南方普选权原则扩大到北方。⑨

不过，由于两个殖民地仓促合并，也遗留了一些问题。 索马里南北方的官方语言分别是意大利语和

英语，存在沟通障碍；两地间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也很滞后，导致联系不便；最关键的问题是两套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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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体系间的制度对接不畅。① 这些都导致了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南北分歧在短时间内难以弥合。
合并之初，南北间的矛盾就已经凸显，北方索马里兰的分离思潮流行起来，并引发了 １９６１ 年的军事

政变。② 新生索马里国家内部的裂痕自始至终都没有消除。
另一方面，政府则鼓励并推动大索马里国家的建立。 在政策宣示上，共和国独立宪法第 ６ 条第

４ 款就规定，“索马里共和国将以合法的、和平的手段促进索马里所有领地的统一，支持世界各民族

的团结，尤其是非洲和伊斯兰世界民族的团结。”③从宪法层面否认了现有边界的合法性。 索马里

国旗也极富扩张意味：旗帜上的五颗白星指代索马里人居住的五个地区，而其中三个地区还处于邻

国“占领”之下。④ 在各种外交场合，索马里政府都鼓吹“统一五个索马里人地区”的思想，并引发与

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关系的紧张。⑤ 在具体行动中，１９６３ 年，索马里政府支持欧加登索马里人建立

反政府武装“西索马里解放阵线”（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ｏｍａｌｉ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ｎｔ），试图脱离埃塞俄比亚的管辖；
１９６４ 年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间甚至爆发了边界战争。⑥ 同时，索马里也支持肯尼亚东北省的索马

里人反政府武装，引发了直至 １９６７ 年才结束的希夫塔战争（Ｓｈｉｆｔａ Ｗａｒ）。 埃塞俄比亚与肯尼亚也

因此结成了反索马里的“准联盟”，共同遏制索马里的扩张。⑦ 甚至吉布提的索马里人在 １９６７ 年全

民公投中也更愿意留在法国，拒绝归并到索马里共和国中，殖民地的名字也从“法属索马里海岸”
（Ｆｒｅｎｃｈ Ｃｏａｓｔ ｏｆ Ｓｏｍａｌｉｓ） 改为“法属阿法尔与伊萨领地” （ Ｆｒｅｎｃｈ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ｆａ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ｓｓａｓ），以示与索马里划清界限。⑧ 总之，索马里政府的这种外部政策不仅引发了邻国的警惕与敌

意，也未能成功达到“收复失地”的目标，反而令自身陷入孤立境地。⑨

这两种主张虽然最终目标都指向一个统一的大索马里国家，但具体实现路径截然不同，其内在

张力令索马里新生政府左支右绌，新生国家有限的资源也无力同时支撑两种计划的顺利实施，这就

导致对内整合受挫，对外扩张不利。 这种“双轮驱动”的方式显然不能达成泛索马里主义的目标，
反而诱使索马里政党政治的破产。

第三阶段，从 １９６９—１９７８ 年，泛索马里主义被嫁接到“科学社会主义”之中，巴雷军政府试图以

此援引苏联的力量来建立大索马里国家，反而被卷入全球意识形态对抗的冲突中。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内外交困的索马里政府试图通过对内组建一党独大的政府以消除南北分

歧；对外缓和与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的关系以改善恶化了的外部环境。 这被国内民众解读为专制与

叛卖，并引发了军队干涉。 １９６９ 年底，以西亚德·巴雷（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Ｓｉｙａｄ Ｂａｒｒｅ）为首的最高革命委

员会（Ｓｕｐｒｅｍ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推翻民选政府，建立了军人政权。
在巴雷军政府时期，“科学社会主义”成为其推进泛索马里主义的口号，并试图为泛索马里主

义注入革命动力。 巴雷抛弃民选政府时期内外兼顾的政策，全力对外扩张，以实现统一的大索马里

国家为核心目标，这一时期索马里内政都是服务于其外部扩张战略的。 军政府首先试图通过鼓舞

民众的“革命热情”来消除内部分歧，抑制地方氏族主义，随后便将这种“革命热情”引导至“解
放”境外索马里人的目标上去；并将“建立大索马里国家”置于反对民族压迫与帝国主义欺凌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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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革命”语境之中大肆宣传。 为了扩大宣传的影响力，１９７２ 年军政府还以拉丁字母重新书写

索马里语，并作为官方文字广泛推广，培养统一的国家认同，其中特别针对境外的索马里人。①

“科学社会主义”还是推进泛索马里主义的重要手段。 军政府以此来索取苏联、古巴及东欧社

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尤其是军事援助。 军政府上台一年后，就对外宣称推行“科学社会主义”发展

路线，其本质意图在于引入强有力的外援，重塑非洲之角的地缘政治格局。② １９７４ 年，索马里与苏

联签订了为期 ２０ 年的友好条约，获得了来自苏联的军事援助。③ 它还加强了与古巴和东欧国家的

合作。④ 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等邻国则倒向美国，以制衡索马里。 美苏冷战使非洲之角成为两极对

抗的战场，索马里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都被纳入到了全球冷战体系中。 反过来，索马里也借助冷战的

国际大形势，试图加速践行泛索马里主义的理念。⑤ 可以说，巴雷军政府巧妙地利用美苏对抗，将
建立大索马里国家的目标嫁接到共产主义革命的使命中去，并赋予泛索马里主义以新时期的内部

合法性与外部正义性。⑥

１９７７—１９７８ 年的欧加登战争（Ｏｇａｄｅｎ Ｗａｒ）成为泛索马里主义借助“科学社会主义”实现自身

目标进入高潮的标志事件。 １９７４ 年埃塞俄比亚政治危机与欧加登地区石油资源的潜在前景，诱使

巴雷军政府发动战争“收复失地”，然而随着埃塞俄比亚“德格”政权（Ｄｅｒｇ）的新建并快速转向社会

主义，索马里的盟友苏联、古巴都选择拉拢地区影响力更为强大的埃塞俄比亚，并派援军支援埃塞

军队，这直接导致索马里的战败。⑦

于是，欧加登战争也成为泛索马里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分道扬镳的转折点。 一方面，苏联

及社会主义阵营对索马里的背弃使其失去了“革命”的外部合法性依恃，⑧进而瓦解了“科学社会主

义”与泛索马里主义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建构。 另一方面，由于早期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宣传，使
索马里在这场战争中无法赢得欧美国家的同情与支持，欧美各国普遍使用“夺取”“占领”等负面词

汇来定位索马里的行动，“科学社会主义”甚至成为实现泛索马里主义的一个负资产。⑨

三、本土氏族与宗教思潮影响下的泛索马里主义

脱胎于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泛索马里主义，因一味追求与外部世界的话语协调，因而脱离了索

马里及非洲之角的实际情况，这也正是泛索马里主义与外部观念冲突的根源。 １９７８ 年以来，泛索

马里主义开始从本土氏族、宗教文化传统中寻求突破与发展。
第一阶段，１９７８—１９９１ 年，泛索马里主义回归到氏族主义层面，重新建构自身的理念与实践基

础，并以巴雷军政府为斗争对象，试图通过推翻其统治来推进泛索马里主义。
巴雷军政府在欧加登战争中的失败，导致其加紧了对内控制，泛索马里主义逐渐被政权“冷

藏”起来。 为了维持统治，政府不再空谈统一的“索马里民族”，转而依赖巴雷所在氏族———马雷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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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族（Ｍａｒｅｈａｎ ｃｌａｎ）的支持，其统治策略也越来越趋于对国内索马里各氏族的“分而治之”。① 这种

“氏族主义”看不到作为整体的“索马里人”，而只关注与自己有直接血缘关系的社群利益，它的发

展严重破坏了索马里人的团结。 另外，为了稳固政权，巴雷主动寻求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缓和，特别

是在 １９８８ 年与门格斯图（Ｍｅｎｇｉｓｔｕ）签署的协议，标志着巴雷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在实际行动中均已

放弃了泛索马里主义。② 因而可以说，自欧加登战争结束以来，巴雷军政府不仅不再是泛索马里主

义的代言人，反而走向其对立面。③

以此为标志，泛索马里主义中的氏族差异被放大，统一的理念被削弱。 此后一个时期，一些索

马里氏族领袖立足于本氏族层面，从最底层夯实泛索马里主义的基础。 泛索马里主义本身就是西

方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的产物，从 １９４８—１９７８ 年，它三十年的发展也基本上是依托于西方的组织

或制度形式。 这种从思想到实践的“舶来型特征”是导致其根基不稳，无法切实推进的根源。 索马

里的现实是，氏族传统根深蒂固，民族国家尚未确立。 面对这种国情，如何将泛索马里主义与索马

里各氏族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探索理念的有效形式，成为 １９７８ 年以来索马里人思考的问题。 对泛索

马里主义而言，这也是其“本土化”转型的一个重要开端，即将泛索马里主义与氏族现实充分结合。
在实践上，这一时期的泛索马里主义的主要敌人是“背叛理想”的巴雷军政府，在推翻该政府

的行动中，各氏族间加强了联系与整合。 １９７８ 年战争甫告失败，出身于米朱提因氏族（Ｍａｊｅｒｔｅｙｎ
ｃｌａｎ）的军人就发动了推翻巴雷的政变。④ 尽管这次政变以失败而告终，但此后氏族武装纷纷兴起。
１９７９ 年，在阿卜杜拉希·优素福·艾哈迈德（Ａｂｄｕｌｌａｈｉ Ｙｕｓｕｆ Ａｈａｍａｄ）组织下，索马里救国阵线

（Ｓｏｍａｌｉ Ｓａｌｖ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ｎｔ）成立，成为第一个对抗巴雷军政府的氏族武装。⑤ 此后，索马里民族运动

（Ｓｏｍａｌｉ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等反政府武装相继建立。 为了尽早推翻巴雷军政府，各氏族武装进一

步联合；并于 １９８１ 年合并形成了索马里救国民主阵线（Ｓｏｍａｌｉ Ｓａｌｖａｔｉｏ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Ｆｒｏｎｔ）。⑥ １９９０
年，氏族武装进一步结成统一战线，并于 １９９１ 年推翻巴雷军政府。⑦

尽管这一时期泛索马里主义推翻巴雷政权的目标得以实现，但以氏族为起点的理念与实践整

合却在发展过程中“变质”了。 氏族武装联盟在消灭了共同的敌人后，彻底分崩离析，索马里也进

入了割据与内战时期。 究其原因，氏族的保守性、孤立性、分散性不足以“升华”到泛索马里主义；
不仅如此，氏族主义与泛索马里主义在理念目标上都是根本对立的：前者以本氏族利益为旨归；后
者则要超越这种狭隘的利益。

第二阶段，１９９１—２０１２ 年，泛索马里主义借助伊斯兰主义的力量，试图以共同的宗教调和各氏

族间的差异，通过常规武装斗争消除索马里人的内在分裂。
巴雷军政府被推翻后，氏族武装间的冲突使索马里国家陷入分裂。 １９９１ 年，前英属索马里兰地区

宣布“独立”，从索马里国家中分离出去。 而前意属索马里地区则陷入了武装割据与纷争的局面之中，
沦为各氏族争权夺利的角斗场。⑧ 事实证明，以氏族为基础的泛索马里主义不仅不能推动索马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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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团结，反而因强化了各自的差异性而诱发更激烈的内部冲突，民众也陷入长期的内战无法解脱。
在西方理念与氏族主义都失灵的情况下，伊斯兰主义作为索马里人长期以来信奉的宗教准则，逐

渐在政治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巴雷时期，政府曾大力压制伊斯兰主义思潮，政府发展导向是

世俗性的。 随着中央政府的瓦解，伊斯兰主义失去了制衡的力量，开始日益活跃。① 内战的长期性

与残酷性，更使得大量民众寻求宗教的慰藉，不少人则试图从伊斯兰教中寻求拯救国家的出路。
所谓伊斯兰主义，突出表现为伊斯兰的政治化与政治的伊斯兰化，它一方面是政府自上而下地

颁行伊斯兰教法、实现社会伊斯兰化、反对西方化和世俗化；另一方面则是宗教政治反对派要求政

府恢复和实施伊斯兰化，并以合法或非法、暴力或非暴力的方式向政府发难。② 伊斯兰主义解构了

现代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并将“真主主权”作为新的政教合一国家的存在前提，③这正为泛索马

里主义打破非洲之角现有国界提供了理论根据。 因而，伊斯兰主义并不是一般意义上民族主义的

对立物，而成为索马里跨界民族主义的新载体。④ 在这一时期，索马里的伊斯兰主义者试图通过宗

教为泛索马里主义赋予新的活力———既是本土民众的共同信仰，也是消除目前各种弊端的“良
方”。 事实上，随着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 ９０ 年代初苏东剧变，非洲之角的地缘战略重要性也随之下

降，特别是在 １９９３ 年美国干预索马里内战失败后，索马里迅速成为一个被全世界“遗忘的地方”。⑤

除了伊斯兰主义这一思想资源外，泛索马里主义也没有其他资源可资利用。 因而，这一时期泛索马

里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紧密结合起来，试图利用伊斯兰教在全体索马里人中的影响，填补此前世俗性

泛索马里主义留下的思想真空，重新整合分崩离析的国家。
内战期间，一批宗教武装涌现出来。 它们要么以氏族武装为“母体”，实现对氏族武装的“跨氏

族改造”，要么独立于氏族武装之外，另建新的组织。 随着氏族武装局限性的暴露无遗，伊斯兰慈

善团体、宗教法院与武装组织开始取而代之，成为索马里各氏族民众依靠的对象。⑥ 在伊斯兰教旗

帜下，索马里人中间兴起一股新的、宗教性的整合力，为泛索马里主义的发展注入新动力。 其中，
１９９２ 年建立的西索马里伊斯兰联盟（ａｌ⁃Ｉｔｉｈａａｄ ａｌ⁃Ｉｓｌａｍｉｙａ）试图通过武装斗争建立一个以伊斯兰教

为基础的统一索马里国家，进而兼并埃塞俄比亚的欧加登地区。⑦ 以 １９９４ 年的北摩加迪沙法院与

１９９６ 年的贝莱德文（Ｂｅｌｅｄ Ｗｅｙｎｅ）法院为基础，１９９９ 年组建了超越氏族界限、以宗教为号召、以建

立“大索马里伊斯兰国”为最终目标的“伊斯兰法院联盟”（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Ｃｏｕｒｔｓ Ｕｎｉｏｎ）。⑧ 以其组建

为标志，泛索马里主义与伊斯兰主义正式结合起来了。
法院联盟建立后，通过常规战争击败各地氏族武装。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它完全控制了摩加迪沙，随

后将势力扩张到乔哈尔（Ｊｏｗｈａｒ）、基斯马尤（Ｋｉｓｍａｙｏ）、贝莱德文（Ｂｅｌｅｄｗｅｙｎｅ）和奥比亚（Ｏｂｂｉａ）等
地。⑨ 当年年底，法院联盟就已控制了邦特兰（Ｐｕｎｔｌａｎｄ）以南几乎全部索马里的土地。 法院联盟

的攻势对周边国家构成威胁，２００６ 年埃塞俄比亚最终出兵干预，击溃了法院联盟。 作为其后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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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青年党（Ａｌ⁃Ｓｈａｂａａｂ）也曾一度以复制常规战争的方式整合索马里全国。 它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夺取

基斯马尤开始，到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就基本重新控制了邦特兰以南的全部索马里土地，并攻占索马里过

渡政府（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所在地拜多阿（Ｂａｉｄｏａ）。 然而，埃塞俄比亚与肯尼亚的新

一轮外部干涉再次压缩了青年党的势力范围。①

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青年党最后一个据点和财源地基斯马尤的失陷为标志，通过泛索马里主义与伊

斯兰主义的结合、以常规战争整合国家的努力彻底失败了。 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种宗教与政治的结

合所带来的冲击引发邻国的警惕与干涉，而在常规战斗中双方力量对比的失衡从一开始就决定了

泛索马里主义的失败。
第三阶段，２０１２ 年以来，泛索马里主义与恐怖主义相关联，试图以非常规恐怖袭击为手段达成

所谓“大索马里伊斯兰国”的目标。
法院联盟与青年党常规战争的相继失败，表明了在力量对比失衡的前提下，只能选择非常规手段

实现既定目标，伊斯兰主义的号召力、影响力也只能通过恐怖袭击表现出来。 尽管此后一个时期，泛
索马里主义仍与伊斯兰主义结合，但随着手段的变化，伊斯兰主义也发生了“变质”。 当恐怖袭击成为

泛索马里主义实现目标最主要的手段时，伊斯兰主义的外壳中包裹着的就是极端主义的内核了。②

青年党首领戈达内（Ａｈｍｅｄ Ａｂｄｉ Ｇｏｄａｎｅ）早在 ２００９ 年就宣誓向“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

（Ｂｉｎ Ｌａｄｅｎ）效忠，２０１２ 年 ２ 月，“基地”组织则正式认可了青年党的加入，后者成为“基地”组织在

非洲之角的最大分支。③ 青年党逐步加强了对“圣战”的宣扬力度，试图将泛索马里主义的目标整

合进“全球圣战”的宏大叙事体系中。④ 在人员构成上，外籍成员也逐渐成为青年党的重要构成，除
了一部分外籍索马里裔以外，其他成员主要来自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富汗、也门、苏丹、沙特阿拉

伯甚至美国。 这些人怀抱“全球圣战”的理想加入青年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泛索马里主义的影

响。⑤ 在行动方式上，此前青年党以传统战争手段为主，外籍战士的加入将多种恐怖袭击形式，如
远程爆炸、自杀袭击、暗杀等都带进青年党，并成为此后青年党的主要行动方式。⑥ 在战斗范围上，
扩展到了周边国家，尤其是加强了对肯尼亚的袭击。 其中最恶劣的事件有：２０１３ 年 ９ 月，袭击内罗

毕西门购物中心（Ｗｅｓｔｇａｔｅ Ｍａｌｌ），导致 ６０ 多人丧生；⑦２０１４ 年底，青年党在肯尼亚东北部曼德拉郡

（Ｍａｎｄｅｒａ）先后对公交车和采石场发动袭击，６０ 余人丧生；２０１５ 年 ４ 月，袭击肯尼亚加里萨大学学

院（Ｇａｒｉｓｓ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ｌｌｅｇｅ），１４０ 多人丧生。⑧ 在行动目标上，青年党的短期目标是将索马里境内

的外国军队全部驱逐，并“净化”国内受非伊斯兰思想影响的“世俗化地区”；中期目标是暴力推翻

索马里过渡政府，并建立大索马里伊斯兰政权；长期目标是团结全世界穆斯林，构建一个统一的全

球性伊斯兰哈里发政权。⑨ 泛索马里主义成为“全球圣战”的一个阶段，它在向“全球圣战”借势的

同时，自身也被恐怖主义意识形态所整合、消解了。 ２０１５ 年以来，随着“伊斯兰国”在非洲之角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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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索马里省分支，泛索马里主义与恐怖主义合流、并逐渐被后者影响、操控的趋势更加明显。①

未来，泛索马里主义将走向何方？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索马里联邦政府成立后，其生存要依赖国际社

会的支持，它也必须遵守国际法的相关准则，而对现有国家边界的认可是重要一环。 加之联邦政府

对索马里全境的管控力持续低下，因而它恐怕不可能在短期内举起泛索马里主义的旗帜。 作为一

种深入人心的意识形态，泛索马里主义在未来只能继续依附于恐怖主义组织青年党，并被后者所

“异化”。 从前景上看，泛索马里主义几无实现的可能，而长期的冲突、恐怖袭击则会令民众更关注

安稳的生活，泛索马里主义的未来影响也有可能会被削弱。

四、结　 　 论

通过对泛索马里主义渊源、流变的阐述，笔者初步得出以下几点基本看法：
第一，从历史的视角看，泛索马里主义是一个内涵相对固定，而外延不断演变的跨界民族主义

意识形态。 无论什么时期，泛索马里主义都追求建立统一的大索马里国家。 但不同时期实现这一

目标的路径、手段、方式都是极为不同的，既可能是世俗性的，也可能是宗教性的。 斗争对象也千差

万别，从西方殖民主义者，到周边邻国，再到“圣战者”眼中的世俗政权，并无一确定的对象。
第二，泛索马里主义这种非同质化特征，决定了它不能简单等同于民族主义。 一般而言，民族

主义的主要功能在于加强对本民族起源与生活场域的历史认同，表达民族的集体身份并以此为基

础证明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提供维系本民族价值体系的文化符号系统。② 在完成反殖民主义斗争

的历史任务后，它的主要意义就集中在建设方面。 而在不同地域索马里人的生活轨迹已发生显著

分化的情况下，泛索马里主义完全不顾历史进程的不可逆性，拒绝对其他族群历史、现实权利的认

可与接纳，试图以完全排他性的手段，彰显本民族“至高无上的利益”，从而导致对民族国家范式的

误读，以及对民族自决权的滥用。③ 因而，泛索马里主义产生的主要影响是破坏性的。 笔者认为，
泛索马里主义既带有民族主义的表征，但本质上却是反民族主义的文化沙文主义（以某种“文化符

号”为依据，④扩大化地构建本族群的历史，从而演变为对一种文化观念的认同）。
第三，正是这种文化沙文主义的特征，使得泛索马里主义在当代与恐怖主义产生了某种联系。

二者的这种联系是确实的，从恐怖主义组织青年党致力于建立“大索马里伊斯兰国”的目标中就能

看出来。 对于这种联系，尽管周边一些国家持“等同说”的论调，但通过本文分析可以看出，二者仅

是一种相互借势、各取所需的关系，而不是谁包含谁、谁属于谁、谁等同谁的问题。 随着全球恐怖主

义的泛滥，泛索马里主义已有被恐怖主义日益裹挟、不断“异化”的趋势，但不应将泛索马里主义与

恐怖主义等同起来。 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前者的诉求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因素。 索马里周边

国家境内确实分布着大量索马里人，他们与索马里国家有着语言、习俗乃至文化、信仰上的联系。
只要承认这些邻国索马里人的身份，泛索马里主义就不仅是“想象的共同体”。

第四，在承认泛索马里主义历史的合理性因素的同时，更要看到，这种合理性只是文化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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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青年党骨干阿卜杜勒·穆明（Ａｂｄｕｌｑａｄｉｒ Ｍｕｍｉｎ）于 ２０１５ 年转而效忠“伊斯兰国”。 另一个前青年党成员穆罕默德·阿卜

迪·阿里（Ｍｏｈａｍｅｄ Ａｂｄｉ Ａｌｉ）又组织领导了“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伊斯兰国” （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Ｓｏｍａｌｉａ， Ｋｅｎｙａ，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ａｎｄ Ｕｇａｎｄａ， 也被称为“东非贾巴”Ｊａｈｂａ Ｅａ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也于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向“伊斯兰国”宣誓效忠。 参见刘中民、赵跃晨：《“伊斯兰国”在撒

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渗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载《国际展望》，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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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之角地区，“索马里语”就成为一种认同的文化符号。 但事实上，并非所有索马里人都讲索马里语，而讲索马里语的人也

不一定就是索马里人。



而非政治合理性。 从政治上讲，现代索马里的边界是殖民瓜分的产物，泛索马里主义也是殖民主义

遗留下的问题，因而，殖民主义才是问题的根源。 但随着非洲国家的独立，特别是非洲统一组织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ｔｙ）确定了“边界不可变更”的原则后，殖民瓜分的边界作为一项遗产被

非洲独立国家所接受。 无论这项原则有多少漏洞，但它至少有效阻止了因边界纠纷而可能诱发的

一系列边界战争。 一旦允许所有居住着索马里人的土地全都归并到索马里国家，那将会刺激非洲

其他跨界族群都采取同样的处理方式，非洲国家将因为边界纠纷永无宁日，这恐怕才是最大的灾

难。 正是基于此，本文的最终结论是，泛索马里主义的诉求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它只有与恐怖主

义相结合，才能在当代释放出一点影响，但最终必将是徒劳的。 可行的出路则是，将泛索马里主义

改造为局限于索马里国境内的、有限度的“索马里国族主义”，在整合现有国家方面发挥其积极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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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ａｎｔｉ⁃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４８ ｔｏ １９６０，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ｓｔ ｏｆ
ａｎｔｉ⁃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ｌ ｇｏａｌ ｏｆ Ｐａｎ⁃Ｓｏｍａｌｉｓｍ ｉ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ａ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ａｎｄ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ｏｍａｌｉａ． Ｆｒｏｍ １９６０ ｔｏ １９６９，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ｍｅ ｏｆ
ａｎｔｉ⁃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ｉｎｇ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ａｎ⁃Ｓｏｍａｌｉｓｍ ｓｔｒｉｖｅｄ ｔｏ ｒｅａｃｈ ｔｈｅ
ｄｕａｌ ｇｏａｌ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１９６９ ｔｏ １９７８，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ｎ⁃Ｓｏｍ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 Ｓｉａｄ Ｂａｒｒｅ Ｒｅｇｉｍｅ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
ｓｏｕｇｈｔ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Ｓｏｍａｌｉａ ｂ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ＵＳＳＲ． Ｆｒｏｍ １９７８ ｔｏ １９９１，
Ｐａｎ⁃Ｓｏｍａｌｉｓｍ ｃａｍｅ ｂａｃｋ ｔｏ Ｃｌａｎｉｓｍ，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ｔｏ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ｉｔｓ ｏｗｎ ｉｄｅａ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Ｓｉａｄ Ｂａｒｒｅ Ｒｅｇｉｍｅ．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１ ｔｏ ２０１２， Ｐａｎ⁃Ｓｏｍａｌｉｓｍ， ｂ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Ｉｓｌａｍｉｓｍ， ａｔｔｅｍｐｔｅｄ ｔｏ ｍｅｄｉ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ａｃｈ ｃｌａ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ｏ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ｍａｌｉｓ ｂｙ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１２， Ｐａｎ⁃Ｓｏｍａｌｉｓｍ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ｏｆ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ｈａｒｉａ ｌａｗ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Ｓｏｍａｌｉａ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ａｔｔａｃｋｓ． Ｐａｎ⁃Ｓｏｍａｌｉｓｍ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ｙｅｔ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ｉｔ ａｌｓｏ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ｗｈｉｃｈ ｇｏ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ｔ ｅｖｅ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ｉｔｓｅｌｆ ｗｉｔｈ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Ｐａｎ⁃Ｓｏｍ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ａｒｅ ｏｎｌｙ ｍａｋｉｎｇ ｕｓｅ ｏｆ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ｈａｓ ｉｔｓ ｏｗ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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